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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夏季大气颗粒物数浓度与粒径 

分布特征的航测研究 

牟江山 1, 朱玉姣 1*, 单  业 1, 李洪勇 1, 陈天舒 1,  
文  亮 1, 齐彦斌 2, 胡建华 2, 綦文龙 3, 王新锋 1,  

周学华 1, 张庆竹 1, 王文兴 1, 薛丽坤 1 
(1. 山东大学 环境研究院, 山东 青岛  266237; 2. 中国气象局 吉林省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联合开放实验室, 吉林 长

春  130062; 3. 吉林省白城人工增雨基地, 吉林 白城  137000) 

摘  要: 利用飞机航测于 2018 年夏季在东北吉林省用宽范围粒径谱仪对 10 nm~10 μm 大气颗粒物的数浓度

谱进行在线监测, 分析大气颗粒物的垂直分布廓线和粒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东北地区近地面颗粒物数浓

度为 5.8×103~9.9×104 cm−3, 平均值为(2.7±2.2)×104 cm−3; 垂直方向上颗粒物数浓度随海拔升高整体呈降低趋

势, 且垂直廓线存在两种类型: 一种是在边界层附近存在较明显的分界线, 即在边界层下方, 大气颗粒物数

浓度随高度升高而显著降低, 在边界层上方,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变化随高度变化不明显; 第二种是随高度的

升高, 城市上空的大气颗粒物数浓度降低, 且海拔高度与大气颗粒物数浓度呈现近似线性负相关的关系。在

观测期间, 颗粒物的粒径大多集中在爱根模态, 其峰值位于 25~30 nm, 后向气流轨迹显示, 气团来源于蒙古

及内蒙古地区。在四平城市上空观测到 1 例新粒子生成事件, 其核模态颗粒物数浓度为当日其他地区的 4 倍, 

后向气流轨迹显示其气团来源于中国辽宁省且受局地气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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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2018,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from 10 nm to 10 μm were measured by a wide 

particle spectrometer aboard an aircraft in Jilin Province,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of near-surface atmospheric particles ranged from 5.8×103 cm−3 to 9.9×104 cm−3, with an average value of 

(2.7±2.2)×104 cm−3. In general, the number concentration of particle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Two 

types of vertical profile were observed. For the first type,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sharply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in the boundary layer, whereas, above the boundary layer,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s 

showed little vertical variation. For the second type,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consistentl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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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altitude, and the two variables were approximate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During the observation, the 

total particle number was dominated by Aitken mode particles with a peak at 25–30 nm. The backward trajectories 

indicated that air masses mainly originated from Mongolia and Inner Mongolia. A new particle formation (NPF) 

event was observed over Siping City. The nucleation mod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over Siping was four times that 

of other regions on the NPF event day, and the backward trajectory denoted that the air mass originated from 

Liaoning Province and was affected by the local air mass.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exploring regional air 

pollution and the vertical profile of aerosol particles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atmospheric particle; vertical profil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new particle formation; aircraft 

measurement 
 
 
 
 
 
 
 
 
 
 
 
 

0  引  言 

目前, 气溶胶颗粒物为我国大多数城市的首要

污染物, 对大气中云和降水、环境及气候变化等都

有重要影响[1]。大气中的颗粒物对可见光的吸收和

散射产生的消光效应会造成大气能见度降低 [2], 还

会通过直接和间接辐射效应影响辐射平衡进而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3–5], 此外, 粒径较小的超细颗粒物易

被人体吸入, 引起疾病, 影响人体健康。因此, 颗粒

物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气环境化学领域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大气颗粒物的环境效应与其化学组成、数

浓度以及粒径分布有着密切关系, 研究颗粒物数浓

度和粒径分布特征对于探究颗粒物的形成机理及其

环境气候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与近地面观测不同, 飞机航行观测对于研究大

气颗粒物的水平和垂直结构有着独特的优势[6]。利

用飞机搭载多种气溶胶观测设备在对流层中低层开

展气溶胶空间观测, 可获取高分辨率的气溶胶浓度

和粒径的空间分布特性 [7–12], 是研究气溶胶垂直分

布特征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之一[13–15]。国外利用

飞机航测的观测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已

通过飞机航测在全球不同地区开展了多次航测实验, 

如, Hasegawa et al.[16]利用飞机航测研究了日本大阪

市超细颗粒物的垂直剖面和粒径分布; McMeeking 

et al.[17]在西欧和北欧通过飞机航测研究了当地对流

层内的黑碳质量浓度和尺寸的分布 ; Rosenfeld et 

al.[18]通过飞机观测研究了美国内华达山脉的气溶胶

污染对云和降水的影响; Capes et al.[19]通过飞机观

测数据探讨了西非地区生物质燃烧的气溶胶物理和

化学特性。我国近年来也开展了对颗粒物及各类污

染物的飞机航测实验, 如 Geng et al.[20]测定了长江

三角洲上空 O3、SO2 和 VOCs 等物质的浓度水平; 

Xue et al.[21–22]在东北吉林地区通过飞机航测测定了

SO2、气溶胶散射系数、非甲烷烃和卤代烃等的垂直

分布特征; 陈鹏飞等[6]利用飞机航测探究了北京上空

的气溶胶浓度垂直廓线; 孙玉稳等[23]利用飞机航测

的方法探究了石家庄市秋季大气气溶胶物理特征。 

随着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不断增长, 我国东

北地区的污染问题, 尤其是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吉

林省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以化工、冶金和电力等重

污染型企业为主的工业大省[24], 其污染类型开始由

煤烟型向复合型转化[25], 大气颗粒物也成为当地空

气中一种主要的污染物。在夏季, 东北地区主要以

南风和西南风为主, 处于华北平原的下风向[26]。由

于人员、技术和财力等条件有限, 目前东北地区大

气颗粒物污染的研究相对较少, 飞机航测研究则更

少。本次工作通过飞机航测, 拟探讨吉林西北部地

区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的垂直分布与粒径分布特征 , 

以期为认识当地污染、制定合理的大气质量控制措

施提供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设备 

航测实验的飞机是中国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研

制的轻型双发多用途运输机“哈飞运-12”, 巡航速度

约为 288 km/h。颗粒物的观测设备采用美国 MSP 公

司生产的宽范围粒径谱仪(WPS), 分 48 个通道测量

10 nm~10 μm 颗粒物的数浓度, 时间分辨率为 1 min。

WPS 仪器包括微分迁移率分析仪(DMA)、凝结核计

数器 (CPC)以及激光颗粒光谱仪 (LPS)[27], 其中 , 

DMA 和 CPC 用于测量 10~500 nm 的颗粒物, 共 29

个通道, LPS 用于测量 350 nm~10 μm 的颗粒物, 共

19 个通道。需注意的是, 以往的仪器对比观测发现, 

WPS 观测的数浓度较美国 TSI 公司生产的 3081/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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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气溶胶粒径谱仪(SMPS)偏低[28–29]。为确保对颗粒

物的高效采集, 飞机安装有变径进样系统, 通过该

系统可达到降低气流进入仪器内的流速, 使气体流

量稳定在约 15 L/min, 保证所采集样品的质量。实

验前, 对 DMA进行了流量标定, 并用聚苯乙烯(PSL)

微球进行了粒径校准。采样时, DMA 的采样流量为

0.3 L/min, 鞘气流量为 3.0 L/min, 工作模式为连续

平滑扫描[28]。此外, 飞机上还安装了温度计、气压

传感器、湿度仪、GPS 及其他测量气体、颗粒物的

仪器, 能够同时获取温度、湿度、大气压强、海拔

和经纬度等资料。本次工作用到的轨迹计算模式为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提供的后向轨迹模

式 (HYSPLIT), 其中 , 气象数据基于全球资料同化

系统(GDAS, globa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本次工

作拟通过 HYSPLIT 模拟研究区域内几个重要城市

的 48 h 后向气流轨迹, 以期为探究研究区域内的气

团来源, 进而分析颗粒物来源提供依据。  

1.2  飞行探测方案 

为研究边界层抬升过程中气溶胶颗粒的分布特

征和新粒子生成过程, 本次工作选择在晴天的上午

进行航测实验, 共获取了 3 d 的航测实验数据, 飞行

时间分别为 2018 年 7 月 14 日(07: 37~10: 19)、7 月

15 日(07: 01~11: 29)和 7 月 26 日(10: 00~12: 59)。其

中 7 月 14 日和 7 月 15 日 WPS 仪器测得的数据涵盖

整个飞行过程, 7月 26日由于仪器开机较晚, 飞行至

10: 10(海拔 4000 m 左右)时开始采集相关数据。航

测区域 (见图 1)位于吉林省西北部 (43.1°~45.7°N, 

122.8°~125.1°E), 包括白城市、大安市、松原市、四

平市和通榆市等地。在 3 d 的航测实验中, 为了在空

间覆盖的基础上, 尽可能研究城市上空颗粒物数浓

度和粒径分布的垂直分布特征, 探究城市活动对颗

粒物数浓度和分布特征的影响, 飞行路径均由白城

起飞, 抵达各城市上空后下降至一定高度, 然后螺

旋上升, 最终降落在白城市。具体方案为: 7 月 14 日

于白城市起飞, 途经松原市, 最终返回白城市; 7 月

15 日于白城市起飞, 途径大安市和松原市, 最终返

回白城市; 7月 26日于白城市起飞, 途径四平市和通

榆市, 最终返回白城市(如图 1)。期间, 最高探测高

度为 3712 m, 最低探测高度为 145 m。 

2  结果与讨论 

2.1  颗粒物粒径谱图与飞行高度 

根据大气颗粒物的粒径大小将其分为 4 个模态: 

核模态(小于 20 nm)、爱根模态(20~100 nm)、积聚模

态(100 nm~1 μm)和粗粒子模态(1~10 μm)[31]。在 3 d

的飞行实验中, 大气颗粒物主要集中在小于 200 nm

的核模态、爱根模态和积聚模态, 其中, 核模态和爱

根模态占总数的 97 %(见表 1, 图 2)。在本次观测中,  

 
图 1  7 月全国 PM2.5 排放量分布(a)与航测飞行路径(b), PM2.5 排放数据来自更新的亚洲排放清单(据文献[30]) 

Fig.1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M2.5 emissions in July 2016 (a) and aircraft flight path (b); PM2.5 emission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reference [30] 

 
表 1  航测期间各模态颗粒物数浓度统计情况(均值标准偏差)  

Table 1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in four modes during flight (average±standard deviation) 

日  期 核模态(cm−3) 爱根模态(cm−3) 积聚模态(cm−3) 粗粒子模态(cm−3) 

2018-07-14 9304 ± 13660 15912 ± 16563 618 ± 1618 0 

2018-07-15 5871 ± 22481 8994 ± 9124 470 ± 2750 0 

2018-07-26 3082 ± 2484 5154 ± 2652 210 ± 8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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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飞行高度和粒径谱图 

Fig.2  Flight height and particle size spectrum on three days   
(a) 7 月 14 日的飞行高度; (b) 7 月 14 日粒径谱图; (c) 7 月 15 日的飞行高度; (d) 7 月 15 日的粒径谱图;  

(e) 7 月 26 日的飞行高度; (f) 7 月 26 日的粒径谱图。dN/dlgDp 为颗粒物数浓度 

(a) Flight height on July 14; (b) particle size spectrum on July 14; (c) flight height on July 15; (d) particle size spectrum on July 15; 
(e) flight height on July 26 and (f) particle size spectrum on July 26. dN/dlgDp is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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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模态和爱根模态的数浓度量级与以往地面观测文献

相当, 而积聚模态则相比之下少了一个数量级[32–34],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高度差异, 受地面污染物排

放源的影响, 地面观测的颗粒物数浓度会高于相对

较清洁的高空; 二是测量区域的差异, 本次飞行过

程主要集中在吉林省西北部, 其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较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等地区低。 

2018 年 7 月 14 日飞行高度范围为 145~3634 m, 

白城市为起止城市, 期间在松原市降落至高度 1000 m 

(HYSPLIT 模拟的边界层高度约为 1000 m)左右后盘

旋上升。从粒径分布谱图可以看出, 7 月 14 日航测

过程中的颗粒物模态主要为爱根模态, 颗粒物数浓

度的高值出现在飞行海拔较低的白城市和松原市

(7.0×104 cm−3 和 1.3×104 cm−3)。这是由于在低海拔的

城市地区, 污染物来源较多,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高, 

且粒径分布较宽(10~200 nm)。相反, 在飞行至最高

点时, 大气较为清洁, 颗粒物数浓度低, 约为 8.7× 

103 cm−3, 且颗粒物的粒径分布范围较窄(10~80 nm)。

实验中, 在 2000 m左右的高度共飞行了约 1 h, 在平

飞过程 (约 2000 m)中 ,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约为

2.4×104 cm−3, 粒径范围为 10~80 nm。其颗粒物数浓

度低于低海拔的城市地区而高于飞行过程中的高海

拔区域。 

7 月 15 日的飞行高度范围为 155.5~3679.5 m, 

白城市为起止点, 途经大安市和松原市, 在两个城

市上空最低下降至 1000 m (边界层)左右。当日颗粒

物的模态也主要为爱根模态, 数浓度的高值点出现

在航测高度最低点的白城市, 约为 9.9×104 cm−3, 同时, 

在白城市的颗粒物粒径范围也较宽, 为 10~200 nm。在

飞行的最高点, 大气较为清洁, 颗粒物数浓度约为

3.5×103 cm−3。实验在 2000~2500 m 左右共有两个平

飞过程 , 其中白城飞往大安途中数浓度较高 , 为

1.8×104 cm−3, 松原飞往白城途中数浓度略低 , 为

1.5×104 cm−3, 造成两者数浓度相差较大的原因可能

有两个, 第 1 个, 白城飞往大安途中的平飞时间为

07: 30~07: 40, 松原飞往白城途中的平飞时间为 10: 00~ 

10: 50, 后者飞行时边界层抬升, 污染物的扩散导致

颗粒物数浓度降低; 第 2 个, 在前者飞行途中有区

域性污染事件发生, 导致颗粒物数浓度高。 

7 月 26 日的飞行高度为 148~3712 m, 白城市为

起止点, 途经四平市和通榆市, 在两个城市上空最

低下降至 1000 m (边界层)左右。受地面污染源影响, 

在 3 次下降至最低点的位置也出现了当日较为明显

的 3 个颗粒物数浓度的高值点(2.0×104 cm−3、1.0× 

104 cm−3 和 2.9×104 cm−3)。在通榆市和白城市上空, 

颗粒物粒径主要集中在 20~40 nm, 但在四平市上空, 

颗粒物粒径主要集中在小于 20 nm 的核模态。在飞

行的最高点 , 大气较为清洁 , 颗粒物数浓度约为

6.3×103 cm−3。在平飞过程中颗粒物数浓度略有增高, 

为 7.7×104 cm−3。从图 2 的粒径谱图也可以看出, 7

月 26 日观测到的近地面及高空颗粒物数浓度均明

显低于前两天, 说明 7 月 26 日的大气较为清洁。 

2.2  颗粒物垂直分布特征 

由于气溶胶颗粒物数浓度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明显大于水平方向[35], 为更好地了解气溶胶颗粒物

的垂直分布情况, 在不考虑水平方向上的变化情况

下, 途经城市上空的颗粒物垂直廓线如图 3 所示。 

城市大气中, 近地面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是

人为源, 如汽车尾气、工业活动和扬尘等, 这些颗粒

物在湍流的作用下垂直混合, 被迅速输送到边界层

顶端 [6], 但是由于混合层顶端的湍流强度低 , 阻碍

了颗粒物从边界层继续向自由大气层的垂直输送 , 

因此, 人为源大气颗粒物主要集中在边界层下。而

在高海拔的区域 ,  受地面人为源影响较小 ,  此时 , 

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为气团的远距离输送, 易受风速

和气团来源的影响。7 月 14 日早上, 白城市近地面

颗粒物数浓度为 7×104 cm−3, 在边界层(约 1000 m)

以下随高度升高急剧下降至 5×103 cm−3, 超过边界

层后缓慢下降至 3×103 cm−3。接近中午(10: 00 左右)

时, 白城市上空颗粒物数浓度的垂直廓线与早上类

似, 即在边界层以下, 颗粒物数浓度由 1.6×105 cm−3

急剧下降至 1.2×104 cm−3, 随后随高度上升浓度变化

幅度较小。但垂直方向上的大气颗粒物数浓度均为

中午高于早上。当天白城市地面国控站点的 PM2.5

质量浓度也呈现中午高(14 μg/m3)、早上低(6 μg/m3)

的趋势, 说明中午有局地污染源的排放, 使其颗粒

物数浓度和质量浓度均增高。在松原市上空 1000~ 

3200 m 处, 颗粒物数浓度随高度变化不大, 平均为

9.8×103 cm−3。7 月 15 日和 26 日的垂直廓线与 14 日

相比略有不同。随高度的升高, 城市上空的大气颗

粒物数浓度降低, 且海拔高度与大气颗粒物数浓度

呈现近似线性的负相关关系。例如, 在 7 月 15 日, 白

城市地面颗粒物数浓度高达 1×105 cm−3, 至 3800 m

左右下降至 7×103 cm−3。在大安市上空 1000 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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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城市上方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的垂直廓线 

Fig.3  Vertical profiles of atmospheric particles in different cities 
(a) 7 月 14 日白城市 07: 42~07: 57; (b) 7 月 14 日白城市 09: 53~10: 17; (c) 7 月 14 日松原市 08: 40~08: 52; (d) 7 月 15 日白城市 07: 10~07: 26;  

(e) 7 月 15 日大安市 08: 11~08: 42; (f) 7 月 15 日松原市 09: 24~09: 50; (g) 7 月 26 日四平市 10: 12~10: 46; (h) 7 月 26 日通榆市 11: 30~11: 57;  

(i) 7 月 26 日白城市 12: 21~12: 54 

(a) Baicheng City, at 07: 42–07: 57 on July 14; (b) Baicheng City, at 09: 53–10: 17 on July 14; (c) Songyuan City, at 08: 40–08: 52 on July 14; (d) 
Baicheng City, at 07: 10–07: 26 on July15; (e) Daan City, at 08: 11–08: 42 July on 15; (f) Songyuan City, at 09: 24–09: 50 on July15; (g) Siping City, 
at 10: 12–10: 46 on July 26; (h) Tongyu City, at 11: 30–11: 57 on July 26; (i) Baicheng City, at 12: 21–12: 54 on July 26 

 

颗粒物数浓度约为 1×104 cm−3, 随海拔上升至 3000 m, 

数浓度下降至 3×103 cm−3。在松原市上空的飞行高

度为 1000~4000 m, 颗粒物数浓度随海拔升高从

2×104 cm−3 下降至 6×103 cm−3。本次工作得出的两类

垂直廓线, 与陈鹏飞等[6]在北京、胡向峰等[36]和孙玉

稳等[23]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得出的廓线特征类似。

第一类廓线在边界层附近存在较明显的分界线, 即

在边界层下方,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随高度升高而显

著降低, 在边界层上方,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变化随

高度变化不明显, 其产生原因为气溶胶垂直输送作

用受边界层顶的阻挡; 第二类是随高度的升高, 城

市上空的大气颗粒物数浓度降低, 且海拔高度与大

气颗粒物数浓度呈现近似线性负相关的关系, 其产

生原因为气溶胶垂直混合和水平传输能力很强, 故

使气溶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迅速被传输到其他地

方, 导致垂直方向上的梯度变化[6]。 

2.3  颗粒物的数浓度粒径谱分析 

颗粒物的粒径大小会影响其物理化学特性和大

气化学寿命, 因此, 颗粒物的数浓度粒径谱分析对

于研究颗粒物的化学组成及来源有着重要作用。将

0~1000 m、1000~2000 m、2000~3000 m 和高于 3000 m

的 4 个海拔范围颗粒物数浓度分别做平均, 给出了 3 d

航测的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粒径谱图, 见图 4。7 月 14

日的大气颗粒物为单峰分布 , 各海拔范围均在

25~30 nm 处出现峰值, 其中, 小于 1000 m 的颗粒物

峰值粒径的数浓度为 5.4×103 cm−3, 是高于 1000 m

各海拔范围内颗粒物峰值粒径数浓度(1.0×103~1.9× 

103 cm−3)的 3~5 倍。7 月 15 日也为单峰分布, 在不

同高度, 峰值均为 25~30 nm, 其中, 在小于 1000 m

的海拔范围内其颗粒物峰值粒径数浓度最高, 达到

4.3×103 cm−3, 随高度升高, 其峰值粒径数浓度降低, 

依次为 1.9×103 cm−3、1.2×103 cm−3 和 0.9×103 cm−3。

7 月 26 日的粒径分布与前两天有所不同, 在小于

1000 m 时为单峰分布, 峰值在 25~30 nm, 峰值粒径

的颗粒物数浓度为 2.0×103 cm−3; 在 1000 m 以上的颗

粒物粒径为双峰分布, 峰值分别为 10 nm 和 25~3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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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10 nm 的颗粒物数浓度最高, 分别为 2.0×103 cm−3、

1.0×103 cm−3和 2.2×103 cm−3。在 25~30 nm 处, 峰值粒

径的颗粒物数浓度分别为 1.2×103 cm−3、0.6×103 cm−3

和 0.7×103 cm−3, 略低于其他两天。对 3 d 航测经过

的各城市做 48 h 后向气流轨迹, 如图 5 所示。可以

看出, 7 月 14 日和 15 日的气团来源类似, 均来自西

北方的蒙古和内蒙古地区。相似的气团来源也可解

释相似的颗粒物粒径分布特征。而 7 月 26 日的气团

来源则明显区别于其他两天, 这也进一步解释了该

日区别于其他两天的颗粒物粒径分布特征。 

结合图 2e~图 2f, 对 7 月 26 日航测过程中途经

不同城市上空的大气颗粒物粒径分布进行分析, 发

现在四平市上空, 核模态数浓度升高, 而在其他时

间的粒径分布与前两天类似。因此, 选取经过四平

市上空时的颗粒物数浓度进行分析。如图 4d 所示, 

在 1000~2000 m、2000~3000 m 及 3000 m 以上, 颗粒

物均在 10 nm 有明显的峰值, 分别为 5×103 cm−3、

3.3×103 cm−3 和 2×103 cm−3, 为其他两天的 2~5 倍, 

而爱根模态峰值粒径的颗粒物数浓度分别为 0.9× 

103 cm−3、0.7×103 cm−3 和 0.8×103 cm−3, 略低于其他

两天。通过图 5c 可以看出, 7 月 26 日四平市的气团

来源明显区别于白城市和通榆市, 后者主要来自于

内蒙古东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 而四平市则主要来

自于南部的辽宁省, 3000 m 海拔处的气团则来自于 

 
图 4  颗粒物数浓度粒径谱 

Fig.4  Particle number size distribution 
纵坐标为颗粒物数浓度 

Y-axis is the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图 5  后向气流轨迹 

Fig.5  Air mass backward trajectory 
时间为当天 10: 00, 后推时间为 48 h。图中红线、绿线和蓝线分别表示后推起点海拔 1000 m、2000 m 和 3000 m 

At 10: 00 that day, and the pushback time is 48 h. The red, green and blue lines indicate that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pushback  
are 1000 m, 2000 m, 3000 m above sea level resp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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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远的华北平原, 其远距离传输气团中的气态前体

物在高空中的核化可能是在四平市观测到的新粒子

生成事件的原因。 

综合来看, 7 月 14 日与 7 月 15 日主要为单峰分

布, 颗粒物模态主要为爱根核模, 7月 26日在近地面

(小于 1000 m)为单峰分布, 颗粒物模态主要为爱根

核模, 而在更高的海拔, 核模态数浓度升高。核模态

颗粒物通常来源于成核过程, 即过饱和气态前体物

在大气中形成颗粒物(新粒子生成)或一次排放的高

温气体在大气中冷凝形成颗粒物(汽车尾气)[36–38]。

在高空中, 受燃烧影响较小, 且 25~30 nm 处峰值粒

径的数浓度小于其他两天的峰值粒径数浓度, 因此, 

推测 7 月 26 日在四平市上空出现高浓度核模态颗粒

物的主要原因是新粒子生成事件的发生。 

3  结  论 

(1) 在本次航测过程中 , 近地面的大气颗粒物

数浓度平均为(2.7±2.2)×104 cm−3, 颗粒物粒径主要

分布在核模态、爱根模态和积聚模态。近地面的大

气颗粒物粒径分布较宽(10~200 nm), 高空中大气颗

粒物粒径分布较窄(10~80 nm)。 

(2)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的垂直廓线主要有两种

类型。第一种是边界层以下大气颗粒物数浓度垂直

梯度变化较大, 边界层以上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的垂

直梯度明显减小。第二种是垂直廓线类型, 海拔高

度与大气颗粒物数浓度呈现近似负相关的线性关系, 

近地面颗粒物数浓度较高, 随着海拔升高, 出现垂

直递减梯度。航测期间, 吉林地区颗粒物浓度廓线

以第二种为主。 

(3) 观测期间 , 大气颗粒物数浓度粒径谱主要

有两种分布类型。第一种为单峰分布, 在 25~30 nm

出现峰值, 后向轨迹显示其气团来源于吉林西部的

蒙古和内蒙古地区。第二种分布类型主要出现在四

平市的上空, 除在 25~30 nm 之间出现一个峰值之外, 

核模态颗粒物数浓度增高, 推测发生了新粒子生成

事件, 其后向气流轨迹显示气团来源于辽宁省和华

北平原的远距离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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